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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考察学习如何影响政策扩散？

———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例
杨　 志　 魏　 姝

摘要：
【问题】“取经学习”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策知识转移与政策扩散的有效渠道，

既有文献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逻辑关联缺乏系统阐
释。府际考察学习对政策扩散的演化过程存在何种影响？其影响又
借由何种作用机制得以实现？

【方法】论文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案例，基于政府官网信息及新闻报
道，提取出考察学习活动数据及建设进度数据，借此对其政策扩散
过程及附属考察学习活动进行深度追踪与剖析。

【发现】（１）考察学习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渠道实现了政策知识在源创新者与
潜在采纳者之间的转移，影响潜在采纳者的政策认知效能和政策执
行绩效；（２）就作用机制而言，考察学习通过“知识转化机制”
实现了对外部政策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有效获取，“距离调
节机制”以辅助角色加速政策知识转移过程；（３）县级融媒体中
心政策的知识源呈现“一核多源”的扇状分布结构，满足了学习者
的异质性知识需求，增加了政策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在两
大机制共同作用下加速了其政策扩散过程。

【贡献】本文构建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并揭
示了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增进了对地方治理中
广泛存在的“取经学习”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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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府际考察学习实现了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的“面对面”联结，为政策
创新知识转移与政策扩散创造了有利条件。

!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政策源创新隐性知识的获取与运用，是决策者借助考
察学习活动提升自身治理效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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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机制是政策扩散动力机制的一套经典解释逻辑（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Ｇｌｉｃｋ ＆
Ｈａｙｓ，１９９１；Ｍｏｏｎｅｙ ＆ Ｌｅｅ，１９９５），以学习机制为核心基础的高适应性体制亦
被视为塑造“中国模式”的关键因素（王绍光，２００８）。在实践中，赴先进地
区“取经学习”是中国地方政府增强自身治理能力的一种普遍行动策略，韩博
天（２００８）曾以“政治旅游热”来描述中国分级制政策试验过程中的“学典
型”的现象。府际考察学习①的预期目标是借助先发地区的政策知识分享，为学
习者自身决策制定寻求有益线索，显然，这种政策知识在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转
移过程与政策扩散的核心意涵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

现有政策扩散知识传统对学习机制的探讨主要包含两大路径：其一，将
“学习”视为一种与竞争、压力和社会化相异的宏观作用机制（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Ｓｈｉｐａｎ ＆ Ｖｏｌｄｅｎ，２０１２），强调其作为动力触发机制对政策采纳决策制定
过程的形塑作用，但是对“学习”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实现政策知识传递的微观
过程缺乏深入探讨。其二，将“学习”视作一种静态的知识转移过程，着重考
察以文本资料为知识载体的府际政策学习行为，相对忽视了对基于“人际互动”
和“现实场景”的动态学习方式的考量。此外，与联邦制政策扩散研究对以横
向府际关系和学习机制为基础的州际政策学习现象的关注不同，本土化政策扩
散研究侧重于剖析纵向府际关系和压力机制作用下央地政府间的政策学习过程。
因此，在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成果中，横向府际学习行为对政策扩散过程的影
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尤其是对以实地参访交流为特征的考察学习现象的分析
更显匮乏。

事实上，考察学习作为连接潜在采纳者与源创新者之间最为直接的信息交
流渠道，对政策扩散的微观演化过程亦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前，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挂牌数量正与日俱增，地方政府间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也在
密集上演，这为我们探讨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对政策扩散的影响、特别是揭示其
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佳案例。本文将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案例，对以下
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具有哪些一般特征？第二，
这些特征对政策扩散的过程演化及模式塑造存在何种影响？第三，横向府际考
察学习活动的发生究竟以何种作用机制对政策扩散过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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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称“府际考察学习”均指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实地参访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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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一）学习机制：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的一种核心机制

政策创新意味着“某一政策对于采纳它的主体而言是新的，无论其已经存
在多久抑或有多少其他地方已经采纳过它”（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对创新内涵“非
原创性”界定的认同，源自学者们对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知识学习行为的经验观
察。受２０世纪中叶日渐兴盛的有限理性决策及渐进决策模型影响，肇始于此一
时期的早期政策扩散研究普遍假设，当面临复杂决策情境时，决策制定者会通
过学习的方式从那些“最佳实践”中探取决策捷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６９；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Ｇｌｉｃｋ ＆ Ｈａｙｓ，１９９１）。Ｇｒａｈａｍ等人（２０１３）对逾百种政策扩散机
制术语的梳理发现，它们在实质上可归纳为学习、竞争、强制和社会化四类，
通过该结论我们亦不难窥探，将学习视为一种核心作用机制的观点在西方政策
扩散研究领域拥趸甚众。

早期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致力于对西方政策扩散理论进行综述式译介（朱
德米，２００７；朱亚鹏，２０１０），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并继承了其核心知识传统。就
扩散机制而言，国内学者亦普遍认为，学习机制与压力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等互
为竞争性解释逻辑，对分析中国政策扩散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王浦劬、赖
先进，２０１３；定明捷、张梁，２０１４）。但是，扩散机制强调的是“某一政策选择
是如何被其他政府的选择所影响的过程”（Ｂｅｒｒｙ ＆ 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将“学习”
视作一种宏观过程机制的角色定位，无意间把研究注意力固定在对不同动力触
发机制下采纳决策制定过程的差异比较上，并进一步引申出对不同作用机制下
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绩效差异的探讨，而对于政策学习行为的微观运作机理则
缺乏相对细致的追踪与剖析。

（二）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知识转移：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扩散的隐形渠道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３）将创新扩散定义为“一项创新在一段时间内经由某些渠道
在某一社会系统的成员间进行交流的过程”，创新、沟通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
是这一复杂政策演化过程的基础构件。就其过程而言，实现政策信息在不同治
理主体间的扩散必须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沟通渠道，大众传媒渠道、人际渠道以
及互联网渠道是其常见形式（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就其内容而言，政策扩散主客体
间所交流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创新所蕴含的“新知识”构成的。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６６）认为知识存在“显性（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和“隐性（Ｔａｃｉｔ）”之分，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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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形等编码化的形式呈现，并借由各类中介载体进行传
播，而深嵌于实际操作过程的“感悟和诀窍（Ｋｎｏｗｈｏｗ）”类隐性知识则具有
不易表达性。“通过人际交流网络进行知识的发送和接受是目前实现隐性知识有
效传递的基本方式”（常荔等，２００１），而在政策知识的转移过程中，府际考察
学习即是此类人际沟通渠道的拓展形式。

政府间的组织学习是政策扩散得以实现的隐形机制（林雪霏，２０１５），综观
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政策变迁之历程，考察学习活动遍布于地方政府的各个层
级，涉及政府治理的诸多方面，“那些得到大规模扩散的政策创新的创生地，通
常都要承担大量的来访接待任务”（Ｍａ，２０１７）。整体上，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横
向考察学习活动主要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综合性考察学习，即地方政府对某
一同级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经济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经验的全方位系统性学习。
此类活动通常发生于学习者与其确立的“标杆”之间，常以由“一二把手”挂
帅的党政考察团的形式出现。另一类是专题性考察学习，即地方政府的一个或
多个职能部门对某一典型创新经验的专项学习。此类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学习者
与特定政策创新的“首倡者”或“典型”之间，学习目标随着学习主题的变化
而灵活变动，学习主体多为与相关议题领域对应的专属职能部门。本文所探讨
的考察学习活动主要涉及后一类型。

马亮（２０１１）基于垂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与水平（竞争与学习）两
个方向的四个维度搭建了府际关系影响政策扩散的分析框架，诸多研究者（周
望，２０１２；杨代福，２０１３；朱旭峰、张友浪，２０１５；朱多刚、胡振吉，２０１７
等）从不同视角阐释了以“吸纳—辐射”为典型模式的政策试点或地方创新扩
散过程的生成机理，认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吸纳与“自上而下”的辐射推广
构筑了本土化政策扩散过程的双向交流机制，强调了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激励作
用对下级政策采纳行为的影响。杨宏山等人（２０１９）进一步归纳出在中央政治
权威主导下央地政府通过多轮纵向交流进行政策制定的Ｍ型及Ｗ型府际学习路
径。整体而言，现有文献的讨论焦点呈现出重垂直维度的央地关系，轻水平维
度的同级政府关系的倾向，即便有研究给予横向府际关系足够关注，也主要将
笔墨倾注于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赵强，２０１５；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或干
部空间流动（张克，２０１５；朱光喜、陈景森，２０１９）等因素对政策扩散过程的
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对政策扩散的作用。

当然，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府际交流互访作为一种政策学习工具贯穿于
新农村建设（李云新、刘建平，２０１１）、招商引资（王浦劬、赖先进，２０１３）
和特色小镇开发（姚尚建，２０１７）等政策创新过程之中。遗憾的是，既有研究
并未进一步系统剖析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逻辑关联。Ｍａ （２０１７）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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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项目扩散过程中城市间实地考察（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行为的研究表明，“具
有相似属性的邻近城市更倾向于相互学习，考察学习频次、考察团规模及考察
活动时长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策采纳概率”，这是本土化研究聚焦于探
讨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关系的鲜有尝试。综合上述，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
通过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过程及特征的归纳，阐释其在微观层面上作为一
种政策知识交流工具对政策扩散过程的可能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理。

（三）理论框架：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机理
１ ．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过程机制
政策学习是政策知识从知识源到知识受体的转移过程（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

但“实现真正的知识转移还必须有一个知识重建的过程”（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 Ｐｒｕｓａｋ，
１９９８），由此可将政策学习行为视作由“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再生产”①
三个环节组成的知识转移过程。政策采纳通常包含认知、说服、决策、执行和
确认等五个阶段（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实际上，“说服”是对外部信息的倾向判别
过程，“确认”是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因此可把“认知—说服”及“执行
—确认”的过程分别合并，将政策扩散过程简化为“政策认知—采纳决策—政
策执行”三个阶段。鉴于“政策采纳过程本质是个体为减少不确定性而进行的
信息（知识）搜寻与处理过程”（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的经典判断，可将政策学习过
程与政策扩散过程相连接。如图１所示，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作为一种交流渠道
实现了政策知识在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之间的转移，至少在政策采纳决策制
定的前、后两个阶段对政策扩散演化过程发挥作用。

图１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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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知识吸收环节与知识再生产环节的界限存在一定模糊性，两者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时序关系，为了凸显知识再生产在政策学习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此处我们
将其视作两个并列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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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前，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认知过程。地方决策者
知识存量与任务目标的不匹配是诱发政策学习行为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面临
一些紧迫性议题的情境下，时间约束通常不允许决策者通过自我学习的渐进过
程完成知识积累，此时“外部知识源不管对于处在哪个层级的创新主体都变得
至关重要”（Ｃｏｈｅｎ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此一阶段，考察学习通过提升知识获取
效能改善潜在采纳者对源创新的政策认知水平，政策认知作为前置环节催化政
策采纳决策的制定过程①，采纳决策制定周期的缩短抑或采纳概率的提升，都将
对政策扩散时空模式特征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后，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在决策执行
阶段，政策采纳者可能再次面临知识存量不足的境况，新一轮政策学习循环由
此触发。通常，此一阶段的学习者具有更加强烈的学习意愿与更加明晰的问题
意识，系统内部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亦更加充足。考察学习可以进一步降低
政策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学习后的知识再生产环节可以
实现政策执行方案和政策工具的适应性调整，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及时反馈与纠偏，进而有助于政策执行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知识吸收
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受体的原有知识基础及认知结构”（Ｃｏｈｅｎ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而非其是否开展学习活动，故本文暂不对其进行重点探讨。
２ ．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作用机制
府际考察学习作为一种知识转移过程，其作用机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知

识转化的一般过程机制存在交叠。Ｎｏｎａｋａ （１９９４）根据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
转化过程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转化螺旋模型（ＳＥＣＩ）”，其中，通过观察、模仿
和练习等非语言形式将（他者）隐性知识转化为（自身）隐性知识的过程被称
为“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外部化”，对多种显
性知识的组合过程被称为“整合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即为
“内部化”。整体而言，“知识的发展过程就是隐性知识不断向显性知识转化和新
的显性知识不断生成的过程”（Ｎｏｎａｋａ，１９９４）。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隐性
知识的获取及对显性知识的运用，是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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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考察学习行为本身蕴涵着潜在采纳者的强烈采纳意愿，但是考
察学习行为的发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政策采纳与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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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潜在作用机制
注：———表示必然关系， － － － －表示或然关系， ＋表示促进作用， 非本文讨论重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２所示，一方面，以人际交流、现场观摩和参与式体验为特征的考察学
习活动实现了知识转移双方的“共同在场与互动”（余光胜等，２００６），既为获
取隐藏于过程和行为之中的隐性知识提供了有效工具，亦创造了有利于知识吸
收和转化的学习情境，使得知识转化的“社会化”及“外部化”过程成为可
能；同时，考察学习过程具有动态调整和螺旋增进的特征，学习者在“不断从
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又不断向其他组织和个人输送新知识”（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Ｃｏｒｄｅｙ － Ｈａｙｅｓ，１９９６），部分学习者从知识输入者向知识输出者的转变过程丰富
了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及分布结构，为知识转化“整合化”过程的实现奠定了基
础。考察学习活动的上述两大特征契合了政策知识转化的条件需求，能够有效
提升知识获取及知识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政策认识及采纳
决策的执行过程。由此，我们假设，知识转化机制是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促进政
策扩散的关键性作用机制。

另一方面，政策知识转移发生于特定的“关系情境”之中（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
Ｔｅｎｇ，２００３），有关知识发送者与接收者在物理空间、知识基础和组织结构等方
面的非对称性与知识转化效能的关系在组织学习领域已多有论述。通常，空间
距离与知识获取过程中的时间及资源消耗成正比（Ｃｏｈｅｎ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
知识距离意味着主客体间“共有知识的多少”（Ｄｉｘｏｎ，１９９４），适当的知识距离
更易于对外部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组织距离表现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差异
性，相近的组织制度有利于组织间的知识共享（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 Ｔｅｎｇ，２００３）。本
文进一步提出“决策距离”的概念，用以表示考察学习活动代理者与决策制定
和执行核心之间的信息传输距离，它由两者间的行政职务与级别差异决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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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距离调节机制是指由于考察学习主客体间空间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
离，以及考察学习主体内部决策距离的缩短对知识转化效能的影响机制。它有
助于加快知识获取及再生产的“速度”，进而提升政策认知效能并缩短采纳决策
的制定周期。但是，在不同的政策案例中，距离调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能在多
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它与政策属性特征及相关主题考察
学习活动的过程特征密切相关。由此我们进一步假设，距离调节机制对政策知
识转化效能具有中介调节作用，是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的辅助性作
用机制。

三、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处理

（一）案例选择

一定程度上，既有本土化政策扩散研究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现象关注的不
足是囿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从研究方法上讲，“当研究者有机会去观察和分析
先前无法进行的科学现象时，适宜采用单案例研究设计”（殷，２００４）。选择县
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市级层面的扩散过程已基
本完成，累计采纳频率趋近饱和状态，同时，其政策扩散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
府际考察学习现象，此类府际交流活动通常会在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上以“地方
要闻”或“部门动态”的形式得到报道和披露，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及
权威性。另一方面，就政策内容及知识属性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整体
上属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占比大致相当的知识均衡型政策①，其政策扩散过程
和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政策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
转移过程以及不同属性知识间的转化过程，较好地契合了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和
一般性原则。简言之，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为府际考察学习研究的可操作化提
供了绝佳的“极端个案”，本文期望通过对其政策扩散过程及附属府际考察学习
活动的追踪，为剖析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与政策扩散过程的逻辑关联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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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上，基于政策内容及知识属性两个维度，根据特定政策内容中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的构成比重，可将公共政策大致划分为以显性知识为主的政策（如河长制、“双随机一
公开”制度及政务新媒体应用政策等）、以隐性知识为主的政策（如医药价格改革、经济发
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多规合一”政策等）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均衡的政策（如
特色小镇政策、“最多跑一次”改革及网格化管理政策等）。但实践中，由于政策知识构成的
复杂性，根据知识属性划分政策类型在客观上存在较大操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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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知识积累。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出“抓好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指示；中宣部随即于同
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召开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并提出“２０１８
年先行启动６００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年底要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
覆盖”的总体目标；其后，中央深改委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审议通过《关于加
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伴随着中央层面在短时内的密集干预，县级融
媒体中心政策热度快速攀升，短时内在全国范围急剧扩散。

对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全新概念，其建设
过程不仅涉及物理空间改造和软硬件设备升级（多为显性知识），更关涉全媒体
理念创新、机构改革及编制调整、运营机制和工作流程再造以及全媒型人才培
养等若干维度（多为隐性知识）。一方面，刚性的任务指标和时间约束要求地方
政府必须快速完成政策采纳议程设置及决策制定过程；另一方面，这一系统工
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政策的落地执行以及融媒体中心建成后的运
维和管理工作，亦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挑战。因此，赴政策先行地区
“取经学习”或“对标学习”成为地方政府推进该工作的普遍策略选择。如前
所述，作为一项正式的政府行为，考察学习活动通常会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
于地方政府（尤其是被考察学习对象）的门户网站之上，为本研究的案例选择
及数据获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切口。

（二）数据收集及处理

在数据收集方面，通过观察可知，对于尚未采纳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地
方政府，考察学习主体多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宣传部门或承担融媒体中
心实际建设工作的广电业务部门，而对于部分已经挂牌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地方政府，亦存在以融媒体中心为单位直接出访学习的行为，因此，我们首先
将数据检索关键词设置为“地方政府名＋宣传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考
察学习融媒体中心”三种。其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８年统计用区划
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①获取县级行政单位名录，并结合关键词进行逐次检索，
通过检索出的新闻报道内容提取县级融媒体中心考察学习活动数据。同时，以
“地方政府名＋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招标／招聘”为关键词，获取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进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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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处理方面，首先通过数据整合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府际考察学
习活动数据库，包含考察学习活动的时间、主客体、考察主体行政层级、（被）
考察学习频次以及建设进度等方面。其次，对数据进行清洗，剔除地方政府对
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供给方（如科技公司、传媒公司等）的考察数据，仅保留
政府机构间的活动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共获得包含省、市、县三级
地方政府的有效数据１１６６条，进一步提取出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主客体的有效数
据１０１４条。此外，对相关新闻报道中除上述数据信息以外的其他文字内容信息
进行归纳与统计，以此作为判定府际考察活动“学习内容”及“学习方式”的
主要依据。

四、案例呈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考察学习活动及其政策扩散过程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的全景描述

整体而言，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微观运行过程主要涉及主体、客体、内容
及方式四大方面，分别对应“谁去学”“向谁学”“学什么”及“怎么学”的问
题。从广义角度观察，考察学习主体是指出访学习的政府或部门，而从狭义角
度审视，考察学习活动则需要通过代理者来实现，所谓代理者，即那些代表组
织奔赴目标地开展学习活动的个体或机构。根据代理者的行政级别及规模属性，
本研究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考察学习主体划分为六类。数据显示，１ ３４％
的考察团由县委书记直接带队，半数（５０ ０９％）由担任常委的分管副书记或宣
传部长带队，３８ ８４％的考察团由宣传部副部长或广电台长及融媒体中心主任带
队。此外，亦有少数考察学习活动以组团的形式出现，其中省团、市团各占
１ ５２％和６ ２５％。

“向谁学”即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问题。数据表明，本案例中考察学习对象
选择主要遵循择优原则、邻近原则及对口原则。

其一，就特定对象被考察学习频次的数量分布结构而言，愈七成（７３ ４５％）
考察学习活动集中指向被考察学习频次排名前２０％的目标地，而处于被考察学
习频次排名后７０％的目标地仅存在不足总量两成（１９ ２３％）的考察学习活动。
这一非均衡的数量分布结构充分说明，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少数
“明星城市”，那些因创新政绩突出被树为典型的城市成为重要的学习对象，若
从学习者的角度观察，意即其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遵循择优原则。

其二，就考察学习活动的地理空间跨度而言，７０ ７１％的考察学习活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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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域范围内部（其中市内县际占２３ ０２％，市外省内县际占４７ ６９％），２９ ２９％
的考察学习活动则跨越了省界。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省际考察学习活动中亦
有一部分只是到相邻省份。例如，湖南省的所有地级市均有多个县级政府到湖
北省赤壁市学习。因此，就空间距离而言，考察学习对象的选择整体遵循邻近
原则。

其三，选择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作为学习目标是一条普遍
规则，在本案例中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还集中体现在另外两个方
面（见表１）：一方面，一些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城市会选择与其存在固定合作关
系的中东部地区城市作为考察学习对象，表现为诸多发生在扶贫援助及合作发
展框架内的对口地域间的考察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者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组织
结构相似的治理主体作为考察学习对象，体现为高新区或示范区之间的考察
学习。

表１　 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案例
类型 关系框架 案例（学习者—被考察学习者）

对口
支援

援疆

新疆奇台县—福建永泰县，新疆呼图壁县—福建新罗区，
新疆博州—湖北赤壁市，新疆双河市—湖北赤壁市，新
疆尼勒克县—江苏武进区，新疆建设兵团第七师—江苏
洪泽区，新疆奎屯市—江苏邳州市，新疆疏勒县—广东
番禺区

援藏
西藏拉萨市—江苏洪泽区，西藏拉萨市—江苏邳州市，
西藏日喀则市—上海虹口区，西藏昌都市—福建尤溪县，
西藏类乌齐县—重庆潼南区

援青 青海都兰县—浙江金东区

帮扶
合作

京蒙帮扶 内蒙古巴林右旗—北京密云区，内蒙古兴和县—北京延
庆区

东北地区与东部
地区对口合作

吉林延边安田县—浙江宁波奉化区，黑龙江七台河勃利
县—广东江门台山县

东西扶贫协作 湖南湘西龙山县—山东济南市中区，甘肃天水市—天
津市

组织
结构

高新区—高新区 山东青岛高新区—陕西西安高新区，陕西西安高新区—
四川成都高新区，陕西咸阳高新区—四川成都高新区

示范区—示范区 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湖南湘潭昭山示范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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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什么”即考察学习内容的构成问题，对创新的认知通常包含创新是什
么、创新如何运转以及创新为何能有效运转三个方面。从公开报道来看，其一，
学习者会从宏观层面了解目标地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创新理念、发展历程及整体
概况；其二，学习者会从中观层面了解学习对象的政策设计方案，包括机构设
置、平台架构、薪酬绩效管理及建设运营模式等多个部分；其三，学习者会从
微观层面了解学习对象的运行流程及功能机理，涵盖功能模块设置、内容生产
发布、图文视频转播技术及全媒人才培养模式等若干方面。

“怎么学”即考察学习活动的开展方式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本案例考察学
习活动主要存在影像资料观赏、实地观摩体验和座谈交流等三种形式。诸如浙
江长兴、河南项城、江西德兴等高频被考察学习对象均制作了融媒体中心建设
专题片，以便来访者通过观看宣传片初步了解其建设历程及运行概况。学习者
会对演播大厅、指挥调度中心、采编制作中心等进行实地参观，察看融媒体中
心的物理功能空间，同时通过现场演示、连线互动等方式，对“中央厨房”“智
慧平台”和ＡＰＰ客户端等软硬件设施的运作流程及效果进行直观感受。学习者
会通过与目标地融媒体中心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开展座谈交流，听取其经验分享
并结合自身实际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二）“一核多源”的扇状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

对特定政策创新而言， “被考察学习的频次”和“来访者的空间分布范
围”①是其政策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充分反映，本研究据此绘制出县级融媒体中心
政策外部知识源的散点分布图（如图３所示），以期通过对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
特征的描述，更好地理解其考察学习活动的发展过程。

１７１

政府考察学习如何影响政策扩散？◆

① 通常情况下，考察学习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越远，说明政策创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越强，故而此处选择特定政策创新所能辐射的“外省数量”作为“来访者空间分布范围”的
衡量指标。图中“辐射外省数量”为０的被考察学习对象，说明其政策创新仅对省（市）内
城市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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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外部知识源散点分布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３所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外部知识源在整体上呈现出“一核多
源”的扇状分布结构，该结构以政策源创新地为顶点，以少数“明星城市”为
次级全国性知识源，辅之以众多不同层级范围内的区域性知识源。具体而言，
位于扇状结构顶点的浙江长兴是该政策的源创新地，亦是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现场推进会的召开地。位于第二梯队的是江西分宜、河南项城、湖北赤壁、
重庆潼南以及河南汝州，此五地多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先行者，各自形成
了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成为全国范围考察学习活动发生的次中心。位于第
三梯队的是四川仁寿、河北武强、江西贵溪、江苏邳州、北京延庆及陕西蓝田
等，此类地方政府多为若干相邻省份范围内的学习焦点。更多的散点则分布于
扇状结构的圆弧边缘地带①，典型城市包括河北辛集、山西上党、湖南望城、安
徽濉溪、贵州桐梓、广西宾阳、山东宁津、黑龙江宝清及云南芒市等，此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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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２７９个被考察学习对象中的２６５个都集中分布于此一区域（辐射外省数量小
于５），但是在同一坐标系内具有相同坐标的城市仅能呈现为一个点，因此图中仅汇报了极少
数代表性城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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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多为某一省或地级市范围内的先行试点市县，亦是省级或市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现场会的主办地，扮演着省内或市内被考察学习典型的角色。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及其扩散曲线

就扩散过程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遵循“地方首创—中央吸纳辐射—
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过程。具体而言，２０１１年４月，浙江省长兴县整合县域
媒体资源组建“长兴传媒集团”，并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成立融媒体中心，实现了县
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源创新的建构过程；自２０１８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抓好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起，中央层面通过一系列密集干预行为将其
正式吸纳为一项全国性政策方案，同时对其进行大力宣传推广；其后，各地纷
纷进行跟进式采纳，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全国范围急剧扩散。

图４　 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曲线及其考察学习活动数量增长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但是，就扩散曲线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呈现出与传统渐进政策扩散
模式显著不同的爆发式特征。鉴于在县级层面该政策仍在持续扩散，本文选择
从地市级层面观察其政策扩散过程。我们以某一地级市管辖范围内首个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挂牌事件作为其政策采纳标志，并将挂牌时间作为其政策采纳的时
间节点，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的累计采纳频率，绘制其在地级市层面的政策扩
散曲线。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江西新余（分宜县）首次采纳该政策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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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止，该政策在地级市层面的累计采纳频率已达９１ ０２％，
趋近饱和程度。如图４所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曲线（实线）在整体上
呈反Ｒ型①，在整体扩散过程的前三分之二个周期内，累计采纳频率不足１０％，
而在后三分之一阶段，累计采纳频率短时内急剧攀升至９０％以上，这一扩散过
程呈现出“前期缓慢增长—后期急剧爆发”的两阶段非渐进特征，而以Ｓ型政
策扩散曲线为代表的传统渐进政策扩散模式呈现的则是“初期缓慢增长—中期
快速增长—后期趋缓饱和”的三阶段过程。

五、理解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扩散过程的作用机制

实践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先挂牌后建设和先建设后挂牌两种模式，
通过比较考察学习活动的发生时间与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进度，可将两者关系划
分为先学习后挂牌、建设中学习（未挂牌）、先挂牌后学习及学习后暂无进展四
类。数据显示，四种类型各占３７ ４５％、２４ ５１％、２３ ７２％及１４ ３３％。建设进度
数据表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周期大致为３ － ９个月，据此可以推断，“建
设中学习（未挂牌）”的一类在融媒体中心建成挂牌后，会转变为“先学习后
挂牌”的一类。图４中由虚线构成的曲线代表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
动的数量增长过程，可见，在相同时间周期内其与该政策扩散曲线的走势高度
一致②，充分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挂牌数量与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在时
间维度存在伴生关系。显然，两条曲线的走势都受到中央干预行为③的显著影
响，表明基于纵向府际关系的中央压力机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爆发式扩
散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其政策爆发过程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因此我们将探讨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府际考察学习活动对其快速扩散过程可
能存在的影响上。那么，回归到前文所搭建的府际考察学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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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其扩散曲线呈现出的“初期缓慢增长—后期急剧爆发”的过程特征与Ｒ型扩散曲
线“初期急剧爆发—后期趋缓饱和”（杨志、魏姝，２０１８）的特征大致相反，故将其命名为
反Ｒ型扩散曲线。

图４中圆圈部分对应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月，对于这一时期考察学习活动数量
增速放缓的原因，初步考虑是元旦及除夕等周期性节令因素对地方政府工作及出访行为安排
的影响，这一分布特征与马亮（２０１９）对中国城市间考察学习活动频次的月份分布数据特征
一致。

图４中３条垂直虚线代表中央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密集干预行为，由左及右
分别对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相关指示、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
场推进会的召开以及《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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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析框架，横向府际考察学习究竟以何种作用机制加速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政
策的扩散过程呢？

（一）考察学习通过知识转化机制加速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

如前所述，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主要通过外部化、社会化及整合化等三种微
观知识转化机制促进政策扩散过程，上述作用机制的实现有赖于考察学习活动
主客体的共同努力。其一，考察学习活动客体通过外部化机制实现了县级融媒
体中心政策隐性知识的外显化过程。隐性知识的清晰程度是政策知识获取的关
键，政策源创新者将其隐性经验和感悟转化为编码式的显性知识是潜在采纳者
知识获取行为的起点。诸多“明星城市”对自身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经验的模
式化总结与标准化归纳，即是此类外部化机制作用过程的典型体现。表面上看，
模式化、标准化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方案具有较高的清晰度和易得性，
但本质上其属于“经验”类的隐性知识，而非天然具有显性知识的一般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级政府的激励显著提升了源创新者对其隐性知识外部化并进
行分享的意愿，这一激励过程主要通过选试点和树典型的形式来实现。数据显
示，在被考察学习频次排名前２０％的地方政府中，九成以上均为不同层级范围
内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先行试点市县、现场会／推进会举办地或交流会议发言
代表。

其二，考察学习活动主体通过社会化机制实现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隐
性知识的深度挖掘与高效获取。以现场观摩、互动体验及座谈交流为基本形式
的考察学习活动，实现了政策源创新者与潜在采纳者的“面对面”联结，为隐
性知识的获取提供了有效工具和有利环境。本案例中考察学习活动的开展还存
在多种深度学习模式。例如，内蒙古科右中旗曾选派业务骨干赴浙江长兴进行
跟班学习，河津市曾选派工作人员赴浙江长兴进行挂职学习，临沂市兰山区在
湖南大学举办了融媒体专题培训班，并对望城、浏阳等地的融媒体中心进行了
实地参观学习。此类深度学习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潜在采纳者对深嵌于过程和行
为之中的经验、心得和诀窍类隐性知识的获取效能。

其三，府际考察学习活动主体通过整合化机制实现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
策不同外部知识的融合与再生产，增强了采纳决策及执行方案的科学性。综合
借鉴多种外部经验制定与本地治理情境最相适宜的政策方案，是地方政府推进
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理性决策选择。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主体是数以
千计的县级行政单位，其必然在创新能力及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不少学习
者在赴长兴考察学习后发出“长兴模式我们学不了”的感慨，这意味着县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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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心建设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方案。另一方面，融媒体中心的功
能实现仰赖于融媒技术的深度发展，融媒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要求治理者必须
不断补给新知识，即使那些处于知识链条顶端的“明星城市”也不例外。数据
显示，近三成（２９ ４％）考察学习者拥有不少于两个学习对象或对同一学习对
象进行过不少于两轮的考察学习。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在其扩散初期就涌现出
多种发展模式，既有单纯依托广电平台的“邳州模式”，亦有“广电＋报业”
融合发展的“延庆模式”，甚至有被称为“贫困县模式”的“玉门模式”和
“武强模式”，多种不同的融媒体中心建设及运营模式，使得潜在采纳者通过整
合化机制实现最佳决策方案的制订及适应性调整成为可能。

（二）考察学习通过距离调节机制促进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

其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存在“一核多源”的外部知识供
给源，有效缩短了知识转移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在提升潜在采纳者政策学习
意愿的同时，降低了政策认识所需的时间成本及资源消耗。知识转移的发生首
先要有一个愿意共享的知识源存在，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影响潜在采
纳者考察学习行为发生的概率及效率。丰富且多元的外部知识源能够满足求知
者的异质性知识需求；反之，外部知识源数量稀少且类型单一则可能成为大规
模考察学习活动发生的现实掣肘。本案例“一核多源”的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
极大丰富了其政策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使得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临近
原则在操作层面成为可能，实现了政策知识需求的异质性与知识供给的多样性
之间的有效平衡。

其二，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对象选择的对口原则蕴含着学习者对
知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最小化追求，知识距离和组织距离的缩短有助于提升外
部知识向内吸收转换的效能。尽管扶贫援助及发展合作框架下的考察学习主客
体间可能存在较大的知识基础差异，但是固定合作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较
高的联结强度与信任水平，对知识源可靠性的认可直接影响知识受体对外部知
识的后续加工与处理过程。同时，基于此类框架的知识转移过程通常还伴随着
物质和智识资源的输送。例如，喀什地区宣传系统曾赴广州参加融媒体中心建
设培训班，其主办方为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是“扶贫必扶智”
理念的充分体现；日喀则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的技术支持方（东方网股份有
限公司）来自于对其进行对口支援的上海市；天津市西青区和浙江省瓯海区亦
曾分别到甘肃省景泰县和四川省阿坝县逆向考察交流，开展融媒发展的专项援
助工作。此外，组织距离的缩短有效消弭了因考察学习主客体组织结构差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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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知识转移摩擦成本，诸多高新区和示范区选择与其存在相似组织结构的城
市进行考察学习即是此一作用机制的充分体现。

其三，诸多由“一把手”直接带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考察学习活动，
缩短了外部政策知识与决策制定及执行核心的决策距离，不仅降低了政策信息
在层层上报和反馈过程中的时间消耗，同时有效规避了政策知识在传输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漏损与失真。县委书记及宣传部部长是各地融媒体中心政策制定的
核心决策者，宣传部分管副部长、广播电视台台长及融媒体中心主任是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任务的主抓者和落实者，决策制定及执行核心对源创新政策知识
的直接掌握，有利于缩短采纳决策的制定周期并优化政策执行效果。

六、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将政策学习过程与政策扩散过程相联结，构建了横向府际考察学
习影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通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以
及地方政府在推进该政策落地执行过程中开展的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的追踪
观察，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就过程机制而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至少在政策采纳决策制定的前、
后两个环节影响政策扩散过程。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前，它通过提升知识获取效
能，加速潜在采纳者对源创新的政策认知过程，进而形塑政策扩散的时空规模
特征。在采纳决策制定之后，它通过知识再生产过程实现对政策执行方案的适
应性调整，进而优化政策采纳的执行绩效。

其二，就作用机制而言，横向府际考察学习活动通过知识转化机制和距离
调节机制加速政策扩散过程。前者主要包含外部化、社会化及整合化等三种方
式，对促进政策扩散过程发挥关键性作用；后者主要涉及空间距离、知识距离、
组织距离和决策距离等四个方面，对促进政策扩散过程具有辅助性作用。

其三，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的扩散过程与以此为主题的考察学习活动在时
间维度呈现伴生关系。其“一核多源”的扇状外部知识源分布结构增加了政策
扩散网络的渠道及节点密度，实现了知识需求的异质性与知识供给的多样性间
的平衡，其考察学习对象选择所遵循的临近原则及对口原则，实现了对不同距
离机制的有效调节，在知识转化机制和距离调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构
了其以反Ｒ型政策扩散曲线为特征的政策爆发过程。

如前所述，横向府际考察学习与政策扩散的关系在本土化理论研究中尚未
得到充分阐释，本文的主要贡献就是构建了两者间的过程分析框架，并进一步

７７１

政府考察学习如何影响政策扩散？◆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揭示了横向考察学习促进政策扩散过程的作用机制。将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视角
引入政策扩散研究并系统剖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不仅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取经学习”行为的作用与价值进行了有效回应，亦为丰富
本土政策扩散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观察切口。

当然，本文所有的探讨均建立在由央地政府共同构成的立体府际关系网络
之中，对横向府际考察学习行为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对政策扩散进程具有决定
性作用，更不代表对基于纵向府际关系维度的中央压力机制的弱化与否定。诚
如马亮（２０１１）所言，“尽管我们探讨的是水平关系，但它可能仍然源于垂直
关系的影响，并难以剥离上级政府打下的烙印”。政策扩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动
态性特征，尤其是对于那些短时内急剧爆发的非渐进政策扩散现象而言，其政
策扩散过程的“加速现象”并非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整体而言，中央
层面的政策吸纳与宣传推广为政策创新的大规模空间扩散提供了纵向的压力驱
动，在根本上决定着其发展演化过程，而地方层面的密集考察学习活动则为快
速政策采纳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本文所搭建的横向府际考察学习影
响政策扩散的过程分析框架，仅仅是探讨两者间逻辑关联的一个初步尝试，个
案研究的固有局限亦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关这一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以及府际考察学习在不同政策领域、不同知识属性类型政策扩散过程中的
作用机理，还有待未来借助多案例比较及定量分析进一步检验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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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ｇｅｒｓ，Ｅ． Ｍ． （２００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Ｇ．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８２（１）：９ － ２７．
Ｗａｌｋｅｒ，Ｊ． Ｌ． （１９６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３）：８８０ － 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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